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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历史文献考证, 认定创刊于 1913 年 7 月 1 日的《学丛》, 为《西北大学学报》的前

身, 并认为由西北大学前身陕西课吏馆和陕西法政学堂先后主办的《秦中官报》(1903204 创刊) 为

《学丛》的诞生作了准备。结论认为《学丛》为中国综合性大学创刊最早的学报之一, 仅次于东吴大学

1906 年创刊的《学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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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大学是中国西部最为古老的综合性大学之

一, 创建于 1902 年。在其赓续百余年的历史上, 曾创

办过 30 余种学术期刊[ 1 ] (P365～ 385) , 尤其是西北大学

1913 年 7 月 1 日创办的《学丛》文理综合性双月刊,

标志着《西北大学学报》的诞生。值此创刊 90 周年之

际, 特对其起源和发展作一简略的回顾。

一、孕育时期

稍晚于西北大学“陕源”源头陕西大学堂的陕西

课吏馆初创于清光绪二十九年 (1903) 4 月, 清光绪

三十三年 (1907)改为陕西法政学堂。由课吏馆和法

政学堂先后主办的《秦中官报》对孕育和催生民国初

年的西北大学学报, 有着积极的意义。

陕西虽然远在汉唐时期即创办有《邸报》, 号称

中国乃至世界报刊的嚆矢, 但至明清时代, 这种传统

已难觅昔日的辉煌。光绪二十三年 (1897)十一月, 陕

西布政使李有芬在西安秦中书局创办《秦中书局汇

报》月刊, 内容包括朝廷谕旨、明道、理财、治兵、洋务

等, 是为陕西地方第一份正式的官报。原以为清光绪

三十二年 (1906)在三原创办的《关中学报》半月刊是

陕西教育机构所办最早的刊物[ 2 ] (P950) , 但现在看来,

清光绪二十九年 (1903) 九月由陕西课吏馆创办 (后

由陕西法政学堂, 再由陕西学务公所继办) 的《秦中

官报》应为陕西教育机构所办最早和连续出版时间

最长的刊物。

《秦中官报》初为五日刊, 但随着政体更迭或经

费情况也有按半月刊或月刊出版的情况。该刊于光

绪三十一年 (1905) 改名为《秦报》, 但《秦中官报》字

样却在刊中同时出现。其主办机构在光绪三十三年

(1907) 三月改由陕西法政学堂主办, 光绪三十四年

(1908) 九月上旬又改由陕西学务公所编辑出版, 并

同时由《秦报》改名为《陕西官报》。《陕西官报》为旬

刊, 约出版了 14 期 (现存陕西省和湖南省图书馆)

后, 于当年停刊。这样, 该刊连续出版 6 年, 总共出版

了 320 期。

《秦中官报》的主要办刊目的是“使课吏馆在学

人员能明了本省情况和中外时局, 以增广见闻”, 故

将秦中官报局附设于课吏馆, 并由课吏馆作为主办

单位, 负责编选。其主要栏目有: 谕旨恭录、秦事汇

编、直省文牍、外报汇抄、文艺存略、路透电音等。它

在政治倾向上无疑是首先忠于清王朝和抵制维新,

陕西藩台樊增祥在其《秦中官报·序》中就有“戊戌

之事株连秦人不少矣, 是秦人不愚于祖龙之焚书而

愚于无父无君革命平权之邪说也”之说, 而且还诅咒

主 张维新改革者是“野狐怪鸟”, 是“再醮之

妇”[ 3 ] (P1)。然而, 它在客观上也向陕西传播了世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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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国南北和陕西社会发展的一些消息、报道、论

述、文艺作品和知识, 尤其它将“秦事”作为主要内

容, 就成为今天了解清末陕西地方历史的重要文献。

其光绪三十一年 (1905)七月份第一期“外报”栏

转载有《四川官报》的《四川劝工局章程》; 同年第 2

期转载有《晋报》的《湖南熊庶常希龄考察醴陵瓷业》

和《湖北工业学堂制造各种机器价目表》; 同年第 3

期转载有《四川官报》的《南洋官报说卫生学》和转载

《北洋官报》的《美国东亚商务论》; 同年 7 月份第 5

期转载有《晋报》的《北京学界志士敬告全国学生抵

制美禁华工续约文》; 光绪三十二年 (1906)四月份第

3 期转载《东方杂志》的《王鸿年日本制纸事业大

要》; 同年十一月份第 5 期转载《津报》的《山东法政

学堂管理规条》。这些报道, 传递了发达省份有关科

技、工业、学堂教育、学界爱国运动以及中美商务、日

本造纸等消息, 无疑会给地处西陲的陕西带来新的

思想和风尚。其光绪三十一年 (1905)七月份第 6 期

所载樊增祥的《送陕西高等学堂学生留学东洋序》;

光绪三十二年 (1906)四月份第 3 期所载的课吏馆分

校《焦丞批学员补用典吏李光远看语判语》; 同年十

一月份第 5 期所载的署藩司锡《批高等学堂学生康

炳勋等恳留仇监督办理学务禀》; 同年四月份第 5 期

学院朱的《移送宏道高等学堂章程文》(附章程) ; 同

年七月份第 6 期所载高等学堂第一名学生尹钧的论

文《德育智育体育论》; 同年九月份第 4 期所载陕西

高等学堂的《牌示学生遇讲授时或有质问不能纷纷

拥挤致违堂规文》; 光绪三十三年 (1907)第 2 期所载

曹鸿勋《批高等师范法政中学陆军各学堂全体学生

等为全陕铁路必欲自办恳请代电以杜觊觎禀》等等。

这是记载陕西地方高等教育、留学教育、学生学术研

究、学生运动的重要史料, 几乎已成为今人研究清末

陕西教育史的惟一文献源, 从中亦可窥知当时学生

不满压制自由, 抗争封建礼教, 渴望改善填鸭式教

学, 要求开展课堂讨论, 以及关心陕西地方建设, 与

当局公开抗争的爱乡爱国热情。

作为“官报”, 仅供课吏馆或法政学堂学员增广

见闻, 当然不能发挥其更大的作用。因此,《秦中官

报》在提出《培植官吏蔚为通博之才》的同时, 也提出

“启迪绅民养成识时之俊”的办刊宗旨, 并“通饬各

属”, 甚至“迭经通饬, 源源颁发”。然而, 在发往各地

的途中, 常常出现缺期、丢失现象,“禀称领报不全

者, 不一而足, 深堪诧异。推原其故, 无非经过驿站拆

封偷窃”[ 4 ] (P9)。为使《秦中官报》“务期速达”和“预防

散失”, 课吏馆发出《通饬各属转递报章禁止沿途拆

阅遗失等情札》,“除委员按站查明前所遗失严行惩

治外, 并嗣后每次发报加用印花以防混蔽, 外合行札

饬, 札到仰该府州查明定章于每次官报到时, 逐一亲

验印花有无折损, 报本有无缺少, 如无混蔽即行转发

各属。倘敢仍沿积习, 立即跟究。”[ 4 ]另外, 在批评“一

任驿卒之巧偷擅取, 而不加察, 又安用此有驿管驿之

官吏”的同时, 也对驿卒乐于该报的志趣表示嘉许,

即“邮亭走卒亦知官报之足贵, 志趣亦良可嘉, 自应

呈明所在官司, 报情请领, 本司亦必乐于颁发”[ 4 ]。

光绪三十三年 (1907) , 课吏馆改为陕西法政学

堂, 故从当年三月以后出版的《秦中官报》改为“法政

学堂选印”, 页码比以前有所增加, 有时甚至达 300

多页。

光绪三十三年 (1908) , 陕西学务公所接办后, 又

对办刊宗旨和发行方式作了一些改进。首先, 新报明

确指出:“本报接续《秦报》(即《秦中官报》) 办理, 广

加搜辑, 内容丰富, 定名《陕西官报》”;“《秦报》停版

略久, 积压文牍甚多, 本报限于篇幅, 悉心甄别, 择要

录登”[ 5 ] , 可见对暂时停刊期间的积压文稿也有交

代。同时, 新报提出:“本报政治文牍, 凡奏章等件, 均

先本省, 次京外, 以符名, 从主人主义。”这就使刊物

的地方特色更为突出。在出版周期方面, 改为“每旬

出版一次, 正、腊月两月停印三期, 全年共出版三十

三册, 闰月照加。每份价银三两四钱, 凡由邮局寄者

每册邮费三分, 全年合银九钱九分, 概不零

售”[ 5 ] (P封2)。其具体的订阅发行方式为:“各属历年认

定销售《秦报》份数, 照章札派所定之价, 不得援折扣

例”;“各处订阅本报或愿充代派处者, 请函告学务公

所图书馆, 以便按期照寄”;“代派处销至十份以上

者, 报资九折, 应缴邮费仍照前例, 其派出之报皆照

原价, 不得多加分文”;“代派处认销订阅全年者, 收

到本报第一册, 即将报资邮费收交, 以便续发”。这些

订阅发行办法, 可谓完善, 然而, 改名后的《陕西官

报》仅办 14 期, 即于当年十月停刊。这种办刊宗旨、

内容和发行方式, 也从此终结, 但它在办刊形式、用

刊物于教学等多方面孕育了辛亥革命后三秦公学、

西北大学的学术期刊。辛亥革命后, 陕西教育机构的

新办刊物以少转载、多征稿, 以及其学术性、探索性、

记事性的新特点, 迎来了学校办刊的新时代。

二、诞生时期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 在救亡图存、维新变

法、废除科举和兴办新学的历史转折之际, 我国的近

代高等教育揭开了新的一页。其时, 西学渐次引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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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高等教育, 新旧教育体制相互交织, 在矛盾碰撞中

发展, 而政体、国体和法制亦尚未完备。西北大学创

办的第一份学术期刊, 亦即《西北大学学报》的前身

——《学丛》, 就诞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中。

1989 年, 我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学丛》创

刊号孤本, 稍后又在四川省图书馆发现第 2 期和第

4 期, 并确认为我国近代有大学以来所创办的最早

的学术刊物之一[ 6 ] , 又“顺藤摸瓜”, 对西北大学创办

的其他 30 余种期刊也作了一一调查[ 6～ 7 ]。有的学者

以陕西早期书院和学堂主办的新闻、讲义或报刊文

章汇编性质的刊物为据, 对此提出异议[ 9 ] , 实际上,

这是在关于“大学”、“综合性大学”、“学术性期刊”、

“学报”这些关键词的理解上发生了误会。我们所说

的“大学”, 是指实施高等教育的学校;“综合性大学”

是指由若干不同学科 (文、法、理、工、农、医等)的院、

系、科组成的高等学校;“学术期刊”和“学报”是指以

发表较为专门、有系统、有创见的学问的, 以及连续

性和周期性出版的刊物, 并且所发表的论文应是一

次文献。因此, 将诸如关中学报馆的《关中学报》等指

认为综合性大学学术期刊或学报, 是极为不妥的。

在此过程中, 我们也在北京和成都阅读了现存

的第 1、2、4 期《学丛》的全部内容, 从而获得一些新

的和更加全面的认识。

11 创办时间和出版状况

《学丛》, 又名《西北大学学丛》, 这在创刊号的凡

例中规定得很清楚。其确切创刊时间应为民国二年

7 月 1 日, 即 1913 年 7 月 1 日。这说明, 在西北大学

创建一年之后, 即创办了自己的学报。

该刊在创刊号凡例中规定“按月发刊一次”, 又

说明“因材料之多寡得随时增减”[ 10 ] (P封2) , 但是, 从现

在见到的 3 期来看, 大概《学丛》一开始便遭遇了稿

源不足和经费拮据的困难。因此, 第 2 期延至 9 月出

版, 似已成双月刊。第 4 期所存孤本缺页, 已难辨出

版日期, 但据其中所载的《教育部布告第五十七号》

的发布日期“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和所载《西北大

学中华民国三年上学期政法商别各科人数表》来看,

则可能在 1913 年底或 1914 年初。这也可能是最后

的停刊时间。因为不久之后的 1914 年 6 月, 陆建章

即率兵入陕, 开始了对西北大学的破坏。据此,《学

丛》自 1913 年 7 月 1 日创刊, 可能到 1914 年初停

刊, 共办 4 期。

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在《中文旧期刊联合目录》

(1884—1949) 中载明, 西南民族学院图书馆尚存有

《学丛》(月刊) 第 25 卷第 1 期, 并标明为 1936 年出

版, 由西北大学编行。然而, 在 1992 年 5 月我们前往

该校图书馆查阅时, 虽有一些当事人回忆有从四川

大学移交的这份刊物, 但却始终未见实物。

《学丛》的印刷和发行均为本校出版部。另外, 在

北京顺治门大街秦中公寓、天津自由镜报社、上海商

务印书馆、汉口商务印书馆、甘肃行政公署、西安省

垣各书局和新疆行政公署设有代派发行处。零售定

价为每册大洋 3 角; 代派定价 10 份以上 9 折, 30 份

以上 8 折, 50 份以上 7 折。邮资标明为: 本国每册 3

分; 日本每册 3 分; 外国每册 5 分。登载广告的价目

为: 特等每面 30 元, 上等每面 20 元, 普通每面 12

元, 半面 7 元。

学校出版部是在 1913 年 3 月至 7 月间筹备成

立的, 应为今天西北大学出版社的前身, 也无疑是中

国西部地区最早的大学出版机构。它设在学校东侧,

设有印刷机 2 台, 石印、铅印机器各 1 部。出版部除

印刷讲义、学生文稿和对外承印宣传品、采购书籍和

文化用品外, 其主要任务是印刷书刊。《学丛》即为其

出品之一。

21 办刊宗旨和内容特点

(1) 鲜明的学术性办刊宗旨　《学丛》创刊号的

“凡例”规定:“本报为研究学术, 故所登文字注重学

理, 凡与学术无关者, 概不刊入。”这就确定了《学丛》

的学术理论性质。

《学丛》栏目的设置和顺序安排也体现了侧重学

术的特点。刘芬的《学丛·序》对此特别作了说明:

“学术基于思想, 发明赖乎文章, 故首之以论说; 规画

重在实践, 成法尤贵参观, 故次之以纪事; 治事泯争,

适用法理, 则判例次之; 礼失求野, 借镜择长, 则译述

又次之; 然鳞爪不弃, 片言珠玉, 时虞漏网, 故以杂录

终焉。”这就将《学丛》开设论说、讲演、杂纂、纪事四

大栏目的设计思想表露无遗, 体现了以学术性很强

的论说、讲演为基线, 以纪事、判例、译述等实际事例

和他山之石相辅, 并以辑录思想火花的杂纂为补的

独到办刊思想。其栏目设置既各有特点, 又互相关

联, 既灵活多样, 又中心突出, 既祛清谈, 又求实用,

可谓相辅相成, 浑然一体。

在谈到为什么要创办《学丛》时, 学术仍被提到

首要地位。刘芬的《学丛·序》首先追溯古代关中的

学术发展, 指出“关中襟山带河, 夙称天府。周秦汉唐

之所经营, 典章文物之所荟萃, 名儒伟人之乘间而迭

出, 彪炳史籍”。然后, 他又谈到近代关中落后在学术

上的原因。他认为:“列朝以降, 地气南移, 交通阻滞,

风气闭塞, 士习于固陋, 农安于游惰, 工流于苦窳, 商

711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困于疲滞。地瘠民贫, 西北为最, 而无由日跻于文明。

识者曰此皆不学之过也。夫世无论古今, 以教育为

要, 学无论新旧, 以经世为归。时至今日, 守旧者, 空

疏无用, 冒托国粹之名; 新进者, 竞尚浮华, 卒鲜专门

之学, 而人才日少, 学风日坏, 国政日非。二三君子　

焉忧之, 览沧河之横流, 惧斯文之或坠, 出而提倡之,

扩充之, 阐法政之真理, 树大学之先声。”由此, 在“课

余之暇, 或本心得而抒伟论, 或因雄辩而发危言, 笔

而录之, 采而辑之, 名曰《学丛》”。其目的在于“角艺

争长, 借资砥砺, 片羽吉光, 无关宏旨, 将欲免屠龙之

诮, 而励士子向学之忱也”。他还指出创办《学丛》的

宗旨是:“求实用, 祛清谈, 化党见, 谋公益。改良社

会, 毋泥古而不通今; 宏济时艰, 毋见小而失大体。绵

文武之遗泽, 宏汉京之雅化。”[ 11 ] (P1) 这里, 显然已对

《学丛》要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文风, 以及承担起光

大汉唐文化的历史使命等, 提出了明确的目标。

从所见 3 期《学丛》发表文章的情况来看, 亦较

好地执行了办刊宗旨。3 期共发表文章 149 篇, 其中

学术论文和带有学术性质的杂纂就有 100 篇。因此,

《学丛》无疑为一份学术性很强的期刊, 它与今天的

“学报”的性质和要求是等同的。

(2) 重之以政、法, 杂之以理、工　一般来说, 一

份大学学报是以反映本校学术研究成果为主的。因

此, 其学术水平与该校的科研水平大致上呈“水涨船

高”的关系。《学丛》既然就是当时西北大学的学报,

它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的内容和水平, 也就与当时西

北大学的实际学术研究状况和水平是大致相当的。

西北大学最初的前身为陕西大学堂、陕西法政

学堂、陕西农业学堂、陕西实业学堂等校。 1912 年

初, 先后设有大学预科、哲学科、外国语专修科、法律

科、政治科、经济科、商科、边务科、史学科、农林科、

农科、林科、蚕桑科。师生来源亦大部分直接来自法

政学堂、农业学堂和实业学堂等校。这是《学丛》稿件

来源的基础。

在诸前身中, 法政学堂师资、生源均较为雄厚,

西大亦以法政学堂校址为基础, 进入较高年级的学

生亦以法政学堂转来的学生居多。因此, 在 1915 年

春季陆建章撤销西北大学时, 即改其为陕西法政专

门学校。这奠定了《学丛》稿件以政、法为主的基础。

在所见 3 期《学丛》中, 论文和杂纂的学科分布分别

为: 法学 39 篇; 政治学 33 篇; 经济学 14 篇; 史学 9

篇; 哲学 7 篇; 神学 2 篇; 理工纪事 4 篇。其中政、法

类的论文占到总篇数的 66%。

在政治学方面, 很多论文所提的问题相当尖锐,

并贴近现实, 如创刊号发表的政治科二年级学生陈

钟秀的《内阁政治之得失》一文, 即从分析日、德、英、

美、法诸国的政治制度入手, 论述内阁政治在我国实

施的利弊, 提出“国会中必有二大政党之对立”和“两

党须有相当之程度”的观点, 认为“我国政党既有非

历史之根据, 且无政见之可言, 使之组织内阁, 非若

傀儡登场”[ 12 ]。这些认识对民国初年政体、国体尚未

完备的情况来说, 不失为一种有胆有识的见解。《学

丛》创刊号还分别发表了政科学生华俨、董彦儒、陈

钟秀、陈宏滔 4 人 4 篇关于“社会主义能否适行于今

日之中国”的学术争鸣性论文。《学丛》第 2 期和第 4

期还发表了程鹤云、张文彦、刘靖、宫瀑 4 人关于《新

内阁成立, 减裁行政机关、停止司法, 进行名义上撙

节财用, 实际上究寓何种政策》的两篇论文, 直言评

论袁世凯政府的现行政策, 可谓极近于现实了。这或

许是稍后西北大学被撤销、《学丛》被停刊的根源之

一。

在法学方面, 创刊号发表了政科学生何天衢、法

科学生汪成翰等人关于“讨论制定宪法与选举总统

孰先”的 4 篇论文, 从英、美立宪史及中国法律、政

治、时局的实际情况分析入手, 认为宜先制宪, 而后

选总统为宜。政科学生赵仰山的《国宪问题私议》, 也

对主权、国家、种族、立法、行政权、司法权等作了较

透彻的阐述。这些内容是当时国人讨论得最为热烈

的话题之一。《学丛》亦载文认为, 这是“迩日以来国

事之最为腾诸耳食, 接诸眼帘, 揭载于报纸, 聚讼于

舆论者”[ 13 ]。这一讨论是由钱鸿钧校长和教务长兼

商科学长马凌甫组织命题的。马凌甫兼任经济学、宪

法课程, 功底深厚。由这样的教师来组织学术讨论并

为《学丛》组稿, 其水准自然不会低。其他还有不少论

文涉及民事诉讼法、刑法、法律史、外国法、经济合

同、案例等多方面。

在理工方面, 创刊号报道了蚕科一、二两班及简

易班饲养春蚕的实验和实习活动。另外, 对一些涉及

理工的国际会议作了简短的报道。如: 1912 年 3 月

25 日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关于铁道安全之国际会

议”; 1912 年 4 月 3 日～ 21 日在柏林举行的“万国飞

行博览会”; 1912 年 4 月 4 日～ 21 日在莫斯科举行

的“万国飞行发动机博览会”; 1912 年 4 月 7 日～ 21

日在巴黎举行的“第四次法语国间之医师会议”;

1912 年 4 月 14 日在罗马举行的“第七次结核病国

际会议”; 1912 年 4 月 16 日在罗马举行的“万国社

会卫生学博览会”; 1912 年 4 月 16 日～ 19 日在柏林

举行的“第五次心理学实验之国际会议”; 1912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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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3 日在威尼斯举行的“万国技艺博览会”; 1912

年在伦敦举行的“万国园艺博览会”; 1912 年 6 月 3

日在圣彼得堡举行的“万国火灾救援博览会”; 1912

年 6 月 4 日在伦敦举行的“万国无线电会议”; 1912

年 8 月 6 日～ 12 日在伦敦举行的“第七次万国医学

大会”; 1912 年 9 月 2 日～ 13 日在华盛顿和纽约举

行的“第八次万国应用化学会议”; 1912 年 9 月 9 日

在日内瓦举行的“第十四次人类学及史前古生物学

会议”; 1912 年 9 月 25 日在海牙举行的“万国制药

者联合会议”; 1912 年 10 月 4 日在伦敦举行的“万

国工学博览会”; 1912 年 10 月 15 日在巴黎观测所

举行的“万国时刻计算会议”; 1912 年 10 月 17 日～

23 日在巴黎举行的“万国比较病理学会议”’; 等等。

这从另一角度说明西北大学早在创建之初就具有面

向世界的办学姿态。

在一些文科的论文中, 也有运用自然科学成果

阐明事理的例证, 如政科学生华俨在创刊号上所发

表的论文, 即涉及了生物学、物理学上的一些新知

识。杨季石的《武装平和论》一文涉及英、德、美、法、

奥、意、日等国的战舰、巡洋舰、驱逐舰、水雷舰、潜艇

等新的军械装备知识。另外, 在所载“各科试验问

题”中, 也有一些论题为自然科学问题。如:“昆仑山

共分三脉, 其中脉俗名北岭, 试记其名山之名称并起

伏连接之势”;“说明定经纬度之法”;“扬子江发源何

地, 流入何海并某支流受某湖水, 其灌域共经几省试

言之”;“说明水及于地球之营力”;“西顿尼权亚苏撒

耶尔撒冷撒马利亚皆属何国”等等。

(3) 面向学生办刊的特色　这一宗旨在创刊号

凡例中说得很清楚:“本报以学生交换知识, 互相砥

砺为宗旨。”并且, 以“甄录学生文字, 考察学生心得”

为主。其具体是由各科学生投稿, 然后择优刊登, 也

有以学校或刊物名义组织的一些稿件。除刊载校内

学生稿件外, 其他学校的学生如有心得、著述也可投

稿, 并受到“极力欢迎”。学校为了增强司法行政类学

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亦经常在周末由各任课教师命

题两道, 集合全体学生发表演讲, 之后由教师当场加

以评断, 称为“雄辩会”。会后, 一些较好的发言稿, 会

被推荐到《学丛》发表。如第一次雄辩会以钱鸿钧校

长和马凌甫学长所出的“制定宪法与选举总统二者

孰先”为论题。第二次雄辩会以宋镜涵、梁凯铭二讲

师所出的“划分国际税与地方税之研究”为论题。辩

论结果都形成了一组学术争鸣性论文, 均被先后发

表于《学丛》。

在《学丛》创刊号中, 共发表了 38 篇文章, 其中

32 篇为政科、法科、边务科、大学预科的学生所撰。

除此之外,《学丛》还发表各科各学期的论述性试题,

这对于启发学生选题撰文是很有益的。

《学丛》面向学生办刊, 起到了培养学术新秀的

重要作用。正像《学丛·序》所说:“人材犹种树也。筑

室可不日而就, 种树非数年不荫。今者维新告始, 万

绪千条, 百事可就, 而兴学育材不可一日致也。以种

树譬之, 学校, 园圃也, 学生, 花木也, 灌之, 溉之, 培

之, 植之, 则讲师之责也。”[ 14 ]这与同时期其他校办

学术刊物以教师论文为主或间以学生论文的做法相

比, 形成了《学丛》鲜明的特色。

三、《学丛》在当时全国高校所处的地位

西北大学建校以前, 国内建有 7 所基督教、天主

教教会大学, 另有国立、地方、私立各 1 所。即在西北

大学建校前国内有 10 所大学, 连同西北大学在内,

1912 年以前建校并称为大学的共有 11 所。实际上,

其中 7 所均系外国教会所办, 国内所办的仅 4 所, 北

洋大学和西北大学同为仅有的两所地方办大学。

在西北大学之后, 1921 年以前建校的有著名教

会大学 8 所和私立大学 7 所。在西北大学创建之前

的 10 所大学中办有期刊的共有 4 所大学, 其中学术

性较强的刊物仅有上海圣约翰大学的《约翰声》双月

刊和东吴大学堂的《学桴》(又名《东吴月报》) 等刊。

这样, 西北大学创办的《学丛》就成为我国综合性大

学中创办的具有学术性质的最早的刊物之一。它也

是目前所知我国地方政府所办大学创刊最早的一份

学术性刊物。

即使将在此前还称不上“大学”的一些学堂所办

的刊物考虑在内,《学丛》仍不失为我国高校早期创

办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比如在《学丛》之前创办的

《约翰声》(圣约翰大学, 1894)、《利济学堂报》(浙江

瑞安利济医院学堂, 1897201)、《农学报》(武昌湖北

农务学堂, 1901)、《童子世界》(南洋公学, 1903204)、

《武备杂志》(保定武备学堂北洋武备研究所, 19042
03)、《广州旬报》(广州南武公学, 1905211)、《北直农

话报》(保定高等农业学堂, 1905211)、《蚕学报》(广

东蚕业学堂, 1908206)、《福建法政杂志》(福建法政

学堂, 1908206)、《震旦学院院刊》(震旦学院, 1909)、

《龙门杂志》(上海龙门师范, 1910)。这些学校大都还

不具备高等教育的条件, 也未称以“大学”, 更难列入

综合性大学的范围。其办刊内容较为单一, 学术性较

弱, 尚难与《学桴》、《学丛》等刊相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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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reganacy, B irth and Soc ia l Posit ion of

the J ou rna l of N or thwes t U n ivers ity
YAO Yuan, BA I Y i2lin, XU H uai2dong

(E d itoria l B oard of the J ou rna l, N orthw est U n iversity , X i′an 710069, Ch ina)

Abstract: By m ean s of texua l research, w e believe tha t the J ou rna l of Collected E ssay s, w h ich sta rted its

pub lica t ion on Ju ly 1, 1913, w as the fo rm er body of the J ou rna l of N orthw est U n iversity. W e also believe

tha t the Of f icia l J ou rna l of the Cen tra l S haanx i (sta rted its pub lica t ion from 1903 to 1904) run by Shaanx i

Im peria lO fficia l Schoo l and Shaanx i Schoo l of Po lit ics and L aw , the fo rm er body of N o rthw est U n iversity,

paved the w ay fo r the b irth of the J ou rna l of Collected E ssay s, w e com e to conclu sion tha t the J ou rna l of

Collected E ssay s w as one of the earliest Jou rna l crea ted by the com p rehen sive un iversit ies in Ch ina, second

on ly to the J ou rna l of L ea rned R af t of Dongw u U n iversity w h ich sta rted its pub lica t ion in 1906.

Key words: the O fficia l Jou rna l of the Cen tra l Shaanx i; the Jou rna l of Co llected E ssays; the Jou rna l of

L earned R aft; N o rthw est U n iversity; Dongw u U n iversity; the un iversity jou rna ls in Ch ina

西北大学王维坤教授认为:
丝绸之路发现死者口“含币”习俗是口“含物”的发展

　　西北大学王维坤教授在《考古学报》2003 年第 2 期发表的《丝绸之路沿线发现的死者口中含币习俗研

究》一文中认为: 死者口中“含币”习俗是在死者口中“含物”习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死者口中“含物”习俗

约在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姜寨第一期文化就已经出现, 后来这种埋葬习俗不断向四方传播, 口中含物也由

原始社会乃至商周时代商品交换的媒介物——贝变成了秦汉隋唐以来的铜钱, 在中西文化交往频繁的汉唐

时期, 死者口含拜占廷金币, 波斯萨珊朝银币以及它们的仿制品的埋葬习俗也在相当大的地域内粉墨登场。

此后, 作者在日本同志社大学和富山大学做客座研究员期间, 曾以此为题在京都和富山进行过两次演讲, 得

到学术界普遍赞誉。同时作者认为, 从考古学的发现来说, 死者口含币不仅与祆教之间没有直接联系, 而且也

与信仰祆教的粟特人的葬俗相去甚远。这种口含币习俗并非先从西亚、中亚传到今天的新疆, 然后再传到中

原内地, 恰恰相反, 是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先从中原内地传到甘肃、新疆, 然后再不断地向西传到了中亚和西

亚。近年, 考古工作者在青海发掘了一批汉晋墓葬及唐代前后的建筑遗址, 出土的实物资料为丝绸之路与死

者口含币习俗提供了新的佐证。因此, 那种笼统、简单地把中国境内出土的金银币同西方所谓死者口含币的

习俗联系在一起的说法, 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高立勋)

021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